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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及其动态变迁。在宏观经济学领域，

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重点关注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强调有为政府和产业政策的重要

性，并且深入研究中等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增长难题，还讨论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等经济运行的

问题。梳理了近十年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论文，总结了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运行过程中

的典型事实、理论见解和实证结果，并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关于未来研究方向的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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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5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

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应该以理论创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新结构经济学是在经济学领域进行自

主理论创新的一次重要尝试，它立足于并系统总结于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国际经验[1-2]，主张运用现代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方法，也就是以理性人为基本假设的方法，来

研究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及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涵盖了经济发展、经济转型

和经济运行，包括从一个经济体结构内生化及其影响来研究该经济体的发展、转型，以及从不同发展

程度国家结构内生差异性的视角来探讨关系经济运行的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3]。王勇等分别对

2016-2017年和 2018-2019年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成果和政策实践进行了梳理，介绍了近年来新

结构经济学在理论和智库研究方面的进展 [4-5]。

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涵盖了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环境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

学等分支学科，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5-6]。其中，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

强调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经济结构与政策内生性的角度去更深入地研究宏观经济现象，致力于重新

构建一套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依据和参考，促进发展

中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和健康的发展[7]。事实上，新结构经济学思想的萌芽最初就始于林毅夫

教授对1988年中国政府以“治理整顿”等行政手段治理通货膨胀这一宏观经济问题的思索。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领域的学术文献进行综述，以期促进该领域的学术和

政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并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从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的现实问题导向与结构的

视角去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现象，把现有的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现象并且假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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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给定结构”的二维经济学变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有不同结构的三维经济学。宏观经

济领域涉及诸多内容，包括国民经济总量、国民经济构成、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收入分配、财政货

币政策，等等。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领域的研究体系和当前已有的学术成果，重点从产业升

级与结构转型、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中等收入陷阱与大国增长、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这四个方向分

别对新结构经济学的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厘清研究脉络和路径，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对相关研究的

发展方向做出展望。

一、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

新结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及其转型的决定因素和影响。这里所指的经济结构包括决

定一个经济体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决定交易费用、影响一个经济体正在生产

和使用的产业、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能否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结

构[3]。区别于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和第二波发展经济学思潮“新自由主义”，新结构经

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和内生性。区别于现有文献中结构变迁的其他理论机

制，如非齐次效用函数[8]、非平衡TFP增长[9]、国际贸易[10]、创造性毁灭[11]，禀赋驱动的结构转型与产

业升级是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理论机制，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的研究也是整个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

系中的基础内容[12]。

Ju等首次构建了一个具有无穷多个产业的增长模型（后文简称 JLW模型），将中观的产业和宏观

的经济增长通过要素禀赋相联系，提出了要素禀赋驱动结构变迁的理论机制[13]。即随着要素禀赋的变

化，产业呈现驼峰型的动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被资本密集型产业所替代，总体生产函数内生

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Wang等进一步引入人力资本，把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相联系，基于不同

的产业对高技能劳动力有着异质的需求，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解释了产业结构不断朝着高技能劳动力密

集型方向发展的路径[14]。王勇等则将产业升级内生地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高收入弹性的奢侈品产

业是否升级取决于需求，低收入弹性的必需品产业是否升级取决于要素价格，不同于 JLW模型解释产

业间的转移，文章阐述了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产业内的资本深化[15]。

围绕禀赋结构与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关系，国内外已有许多实证研究。在微观企业层面，

Wang等使用第一手调查数据，研究劳动密集型企业面对人工成本上升时的行为选择，结果发现劳动

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更有可能选择搬迁而不是技术升级[16]。朱兰等使用 2017年广东省制造业企业调研

数据，实证探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转型升级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显著提高

企业自动化升级的概率，但是对其他转型升级的影响很小或者不显著，从微观上支持了要素禀赋驱动

产业升级的理论机制[17]。在中观产业层面，欧阳志刚等使用中国省际层面和行业层面的 26种投入要素

禀赋，通过随机森林模型，揭示了不同生产投入要素在不同行业的重要性，发现每个地区具有不同的

非充分发展行业、充分发展行业和要素约束行业，应根据要素结构特征选择优先发展行业和发展路

径[18]。在宏观增长层面，刘志彪等基于 169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结构转换度指标，发现结

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认为中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愈加明显，但总

体上结构转换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19]。

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是企业具备自生能力的前提之一。申广军基于比较优势研究

僵尸企业分布，发现违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或技术比较优势，如重化工行业和劳动密集行业、西部地

区和能源大省的僵尸企业比例较高，论证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企业自生能力”[20]。姜磊等使用 1998-

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违背比较优势的企业由于生产效率低、盈利能力差，需要

借助负债的方式维持企业运行，导致企业杠杆率高[21]。李力行等从要素禀赋和生产技术两个方面构建

衡量地区比较优势的指标，发现经济开发区设置目标行业促进了相应行业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其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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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业部门的份额，将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重新配置，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制造业内部

的产业结构变动[22]。当目标行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时，经济开发区的积极作用尤为明显。

关于禀赋结构如何影响技术进步，Wang建立动态模型，阐述了当新技术资本密集并且可以私有

时，内生的非竞争性市场结构，使得资本积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是非单调的：当资本积累处于中间水

平，会出现经济效率低下的情况，而当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市场的扭曲对经济效率不再产生影

响[23]。初始资本的增加会促进还是推迟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是不确定的。Lin等构建多产业的理论

模型刻画资本积累通过技术选择驱动结构转型的机制，禀赋结构的变化使得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导致

微观企业的生产技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24]。王勇等建立异质性内生增长模型，发现资本

密集度与禀赋结构越一致的产业越倾向于采用自主创新而不是技术模仿来实现技术进步，解释了中国

制造业各子产业发明专利申请数所占份额与相对资本密集度的倒U型关系，并且引入与技术前沿差距

的产业异质性，解释了其与劳动生产率离技术前沿差距的负相关关系[25]。

拓展到开放经济环境下，王勇建立两国模型，说明贸易和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动态的影响

有可能是非单调的[26]。先进国家的投资专属技术进步是否促进了贸易伙伴国的产出增长，取决于跨期

贸易条件效应和市场规模扩大效应的相互作用。Ju等建立具有异质劳动力的H-O贸易模型，解释了中

国实际汇率为何从 2005年才开始稳定增值，以及经常账户盈余和技术溢价的显著提升[27]。这是因为进

口和出口部门熟练劳动力密集度不同，出口部门更快的TFP增长导致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和熟练劳动力

工资的上升，以及非熟练劳动力的过度供应导致劳动力成本较低，共同抑制了非贸易商品相对于贸易

商品的相对价格的上涨以及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

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主张“市场有

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①[29-30]。这是因为市场有效才能正确

地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保证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但市场中总是存在一些外部性和交易成本，

这时候就需要有为政府采取措施、降低市场失灵。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在优化资源配置、纠

正市场失灵、激励先行者方面具有重要作用[31]。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因势利导型政府就是要在资本

积累的过程中适时地调整目标产业，让企业逐渐从资本最不密集的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度中等的产

业，最后再升级到资本最密集的产业。王勇等构建理论模型阐释因势利导型的有为政府应当如何选择

需要扶持的产业，并讨论了政府不作为或乱为的后果[32]。如果政府不作为，可能会导致所有企业从资

本最不密集的产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度中等的产业之后就停留在这个产业，而不是继续升级到资本最密

集的产业。而如果政府乱为，从一开始就鼓励企业从资本最不密集的产业升级到资本最密集的产业，

那么在升级的过程中消费会被极大程度地限制，社会的整体经济福利反而低于因势利导型政府所带来

的社会福利。

至于如何甄别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Lin等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并且认为政府

应该为企业提供信息、对于存在的外部性给予补贴、及时配合禀赋结构的变化提升硬的和软的基础设

施，而不是保护特定的企业和产业[33]。Lin根据比较优势原则，按照禀赋结构、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

离和技术周期将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分为追赶型产业、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和战略型产业五

大类[34]。五类产业不同的禀赋结构、规模特性、风险特性等，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

的制度安排也可能会有不同。针对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同的瓶颈约束，政府应当制定不同的产业政策。

①“有效市场”是指通过价格信号和机制使得资源配置能够达到帕累托有效的市场制度安排。“有为政府”是指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发

展阶段都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有效地培育、监督、保护 、补充市场，纠正市场失灵，促进公平，增进全社会各

阶层的长期福利水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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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恒等在《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理论与案例》一书中，针对新时期中国的五类

产业提出了不同的知识产权战略和政策，并通过具体的企业案例进行了阐释[35]。

在具体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林毅夫等正在推进的研究是针对 Rosenstein-Rodan[36]提出的大推

动理论。该理论认为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的外部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产品互补的部门同时投资可

以创造相互间的需求；二是对生产互补的产业部门同时投资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由于存在这种外部

性，政府应该同时投资具有关联的产业。Murphy 等用理论模型证明了当产业升级存在固定成本时，

存在多重均衡，此时如果一个产业单独升级是亏损的，而如果所有产业同时升级就能获得正利润，因

此需要政府出面协调所有产业同时升级，即为“大推动”[37]。但是这篇文章的模型中劳动力是惟一的

生产要素，并没有考虑一个国家的资本禀赋是否会对“大推动”的效果有所影响。在此基础上，Lin

等加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讨论不同禀赋结构的国家产业升级与对应的产业政策的区别。研究发现，

加入资本要素之后，模型并不存在多重均衡，但是依旧存在外部性，政府仍然需要通过一些财政政策

来使得企业做出对于经济增长最好的产业升级决策[38]。

在实证与案例研究方面，林毅夫等利用 2000-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国家级经济

开发区数据，研究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39]。研究发现，经济开发区内存在内生的

生产率溢价，同时其集聚效应并不明显。此外，经济开发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 朱兰等在新结构经济

学理论框架内，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基于三类要素、五大产业和多层政府，为推进新形势下区域一

体化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40]。于佳等则对中国光伏产业的产业政策做了

案例研究，并认为光伏产业的发展支持了新结构经济学理论[41]。光伏产业经历了从追赶到领先的过

程，目前已经成为转进型产业，因此要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及时走出去。

三、中等收入陷阱和大国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中等收入阶段作为从

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过渡的重要阶段，厘清这一阶段的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特征和机制，对于

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助于弥补传统发展经济学

关于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研究的不足。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

政府发展战略。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帮助产业升级和技术

升级，利用后发优势并将其转变为竞争优势，是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捷径[42]。陈斌开等使用衡量

产业结构扭曲程度的技术选择指数衡量政府发展战略，检验政府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

现，实施赶超战略的经济体，发生经济停滞的可能性更大，经济增长率也更低[43]。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已有不少文献进行了尝试性研究。Wang等构建理论模型，说明

了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三明治效应”：即低收入国家的“追逐效应” 和发达国家的

“压制效应”[44]。Lin等对比分析陷入陷阱与没有陷入陷阱国家的垂直结构差异，证明了生产性服务业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作用是不一致的[45]。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最优结构不

同。程文等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角度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认为收入提高带来的市场规模

效应和高收入消费者的匹配效应，与收入差距的扩大带来的价格效应互相作用[46]。在中低收入阶段，

收入差距的大小并不制约自主创新能力，但在中高收入阶段，收入差距过大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进

一步提升，从而导致经济停滞。张建华等选取 1950-2010年 45个非石油出口型经济体的数据，构建包

含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人力资本供给的匹配模型，发现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国家大都

出现了制造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的情况，但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体的服务业

结构有关[47]。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对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朱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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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1995年 48个经济体专利引用数据，发现国家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依赖于经济体所处的收入阶段和要素禀赋结构[48]。徐朝阳等构建两部门结构变迁模型，证明在从制造

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中，如果服务业存在供给抑制，会造成供求错配、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等问

题，使得经济增速低于潜在水平[49]。

除了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面临的持续增长问题，中国作为惟一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转型过程（即结

构转型过程、经济转轨过程、对外开放过程和大国崛起过程）的发展中大国[50]，需要面对比其他发展

中国家更加严峻的国际环境。王勇等利用美国和日本贸易战期间的数据，并构建理论模型，发现长期

而言，发达大国的遏制性政策可能助推发展中国家实现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

累对发达国家的产出与福利的影响是非单调的，长期影响取决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劳动生产率增速[51]。

四、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

经济增长与波动、宏观政策是宏观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问题。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其原因究竟是外部性还是内部性因素，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林毅夫认为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

要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造成的[52]。原因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性的扭曲应该越来越少；而

中国的经济表现会影响世界，世界的经济表现也会影响中国，并且不存在中国的体制机制问题的金砖

国家和同样发展程度的发展中国家在同时间段出现了更大幅度的经济下滑。王勇等运用AS-AD模型

并结合现实中价格序列数据分析，认为是需求侧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并提出了中国作为同时

经历的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很多问题都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需要全面考虑。

特别是对于中国内部体制问题，需要结合所处的发展阶段与对应的结构性过程去分析扭曲背后的更深

层次的原因，否则容易犯“新自由主义”错误，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53]。

短期经济波动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两大主题之一。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如果一国推行违背比较优势

的战略，虽然能够经历一段投资驱动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

因此，在推行违背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经济波动性可能会更高[42]。对于经济的周期性变化研究方

面，Boldrin等发现生产要素份额除了趋势性变化之外的持续性周期模式，文章假定不同代的资本具有

异质性，建立模型解释周期性的原因，在于要素相对价格的内生变化导致了资本不断替代劳动的技术

进步[54]。林毅夫等用“潮涌现象”解释经济波动，即在短期内众多企业过度投资某一领域和行业，造

成严重的产能过剩，浪费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导致经济波动[55]。龚刚等认为在中国，投资波动状况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产出波动态势[56]。Wang等研究在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与新旧产业交替过程中

的劳动力市场摩擦，即在 JLW模型中引入搜寻匹配模型，解释宏观均衡失业率如何随着产业升级发生

周期性波动[57]。张云等构建了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将企业目标转换和双重金融摩擦因素融合，考察经

济周期波动中信贷的需求和供给因素[58]。数值模拟分析反映了投资是影响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缓解

金融摩擦有助于经济波动的平稳化。家庭储蓄和企业自有资金具有平滑信贷波动的作用，信贷供给端

摩擦产生的加速效应弱于需求端。企业目标转换通过经济结构对金融摩擦的加速效应可以起到增强或

弱化效果。

关于应对经济波动的宏观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凯恩斯主义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投资和消

费可以平滑经济周期；而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则基于李嘉图等价理论，认为家庭预期到未来政府加税

以支付财政赤字的行为，会为了平滑消费而增加储蓄，从而总需求不会增加，反对在衰退和萧条期采

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对基础设施的完善负有责任，把支持

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反周期措施，短期可以增加需求减少失业，稳定经济增长，长期可

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税收，补偿积极财政所增加的赤字[42]。Jiang等在模型中引入基础设施作为投

资渠道，以研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挤入效应”，并且建立一个内生的资产泡沫供给模型，以研究房

52



地产泡沫如何在行业间配置资源[59]。研究表明土地财政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和非住房投资增长现象并存

的原因。模型预测，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产价格将下降 42%，GDP下降 5.8%，但长期而言，经

济产出水平会比房地产泡沫未破灭的情况更高。此外，征收房产税能够减小房地产泡沫，抵消售地收

入的减少。

在货币政策方面，主流经济学理论认为发达国家无论利率多低都难以刺激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并

且会出现流动性陷阱。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可以从现有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升

级，即使在衰退和萧条期出现产能过剩，降低利率也可以刺激企业向中高端产业投资。因此在发展中

国家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比发达国家更为有效，并且利率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企业家技术创新

和产业升级投资的积极性，较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也有分配不均的风险。Lin等建

立存在信用约束的熊彼特重叠世代模型以研究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60]。研究表

明在基准情况下，货币是超中性的，只有当金融发展超过某个临界水平，后发国家的经济才将追赶并

收敛到世界技术前沿。

五、研究述评与展望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及其团队在过去多年研究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经济发展、转型以及市

场和政府作用的崭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区别于第一波发展经济学思潮“结构主义”和第二波发展经

济学思潮“新自由主义”等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及其动态变迁。

本文主要回顾了新结构经济学宏观领域关于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有为政府与产业政策、中等收入陷

阱和大国增长、经济波动与宏观政策的研究。除了上述研究，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领域还涉及国企改

革[50][61]、资本流入[62]、贸易冲击[63]等议题。

总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目前在国内外顶

尖杂志上的发表依旧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理论创新的难度本身较大，另一方面是受限于中国等其他

发展中国家缺少高质量的宏微观数据。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结构视角往往需要突破当前宏观经济学单

部门模型（或者不存在结构变迁的多部门模型）的主流假设，从而在理论分析上会变得更加复杂 [64]。

当前关于中国宏观问题的学术研究绝大部分都是以主流宏观教科书模型作为基准分析框架，使用中国

数据来验证基于发达国家现象提炼出来的理论模型，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不同直接简单处理为外生的

“扭曲”，然后以发达国家作为基础进行各种消除“扭曲”的反事实分析，却忽略了这些“扭曲”的内

生性，忽略发展中经济体因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而在经济结构上存在的内生差异。再加上，中国是惟

一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在宏观定量事实的整理以及政策传导机制的讨论上，需要处理多

种动态过程共存所带来的复杂性，在建模处理上挑战更大。另外，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

家都普遍存在的数据质量问题。比如，关于经济波动的研究需要长时间、高频率、可靠的关于数量与

价格的数据，在研究发达国家相关问题面临的数据挑战较少，相关研究也较多，但在研究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时，在事实梳理和定量研究方面则面临更高的挑战。

基于前期研究基础，新结构经济学未来在宏观领域的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第一，与“垂直结构”相关的研究。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产业结构逐渐形成了垂直结

构特征[65]，即上游产业更多为资本密集度更高的国有企业且行政垄断更加严重，而下游产业则多为劳

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下游产业更加接近完全竞争且出口的占比也更高。这一垂直结构对于分析中国

的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通货紧缩等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都很有启发[50]。

第二，在产业动态框架下加入异质性企业的动态分析。现有关于企业动态的主流模型都是单部门

模型，因此需要引入外生的冲击才能拟合数据中所观察到的企业的死亡。Ju等[13]构建的模型解释了禀

赋驱动的产业动态升级，但是假定产业内的企业是同质的，因此无法解释相同产业内的不同企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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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的生命周期的动态特征，也无法解释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的非对称的动态特点。因此，需要将

异质性企业的动态引入到 JLW模型框架下，分析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不同产业内的不同企业

的进入与退出等生命周期动态，从而更好地理解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微观企业基础。同时，也可以

更好地分析各种摩擦条件下的现象，比如僵尸企业问题与基于企业大小的产业政策分析等等。新结构

经济学目前在这个方面仅有少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需要更加丰富和翔实的实证和理论研究。

第三，与大国增长外部风险相关的研究。大国与小国存在很多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如今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其经济增长过程难免会受到更多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与作为守成大国

的美国之间存在各种政策博弈。因此，应该对大国崛起过程中相应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问题做更

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关于新结构经济学五大类产业中的战略型产业。如何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都是亟需研究的宏观经济问题。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巨

大冲击，如何对冲击之下出现的逆全球化新趋势、价值链本地化、投资消费出口萎缩等经济新现象进

行事实描述，寻找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把握中长期经济发展趋势，并提出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是

未来新结构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需要努力的方向。王勇在疫情背景下反思宏观经济学研究，认为应该更

加突出“信息集”“预期”与“不确定性”的作用，包容市场失灵现象，并加强政治经济学和宏观经

济的互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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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
the Field of Macroeconomics

WANG Yong1 XU Yang-fan1 WU Zi-wei2

(1.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2.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emphasizes endogeneity and dynamic changes of economic struc-

ture of an economy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In the field of macroeconomics, it takes factor endow-

ment structure as entry point, focuses mainly on industrial upgrade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active governments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conducts in-depth studies on the growth difficul-

ties facing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economic operation

like 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macro policie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academic papers in the recent decade

on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in the field of macroeconomics, summarizes typical facts,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empirical result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kes some sug-

ges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shortcomings in current studies.

Keywords: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dustrial policy; macro fluctuation; mid-

dle-income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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